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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语言、差异政治与“民族”构建： 

“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历史 
 

马雪峰1 

 

白族是今日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在当代中国的民族结构中，属于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

根据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 年时，白族人口 1858063 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

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03），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在四川、

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也有少量分布（张丽剑、王艳萍，2009：139）。本文之主要目的，在于

梳理近代以来围绕这一族群的名称（“白族”）与语言（“白文”）而展开的相关论争，以探讨晚近

以来中国社会有关人群分类的观念和实践，特别是与“民族”有关的诸多观念和实践。 

 

一、白族的识别 

 

今天被称为“白族”的这一人群，其识别与确认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 1950-1956 年，1980 年代为第二阶段。 

（一）1950-1956 

1950 年代初，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是否为一单独的“非汉”民族，一直是

颇具争议的问题。1940 年代，著名人类学家许烺光（Francis Hsu）曾到大理喜洲工作与调查，后

来，他根据其对喜洲的调查，写作了著名的民族志作品《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

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在

这本著作中，许烺光这样描述喜洲人： 

……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人都说民家话
2
。除此之外，多数男人和为数不多的妇女还可以说云南方言，但带有很重的喜洲口音。……

当地人的种族起源仍是一个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说来，喜洲，县府，以及邻近的村寨整个

地区形成了云南境内一个“民家”地区。然而，所有的喜洲居民和附近九村中八个村子的居

民都坚持说他们本是汉族血统。他们中间流传着许多有关他们的祖先从中部的某个省份迁徙

至云南的故事……喜洲人坚持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如果有人对此稍有怀疑，他们便很不高兴。

喜洲人强调男女之间授受不亲，对未婚女子的贞操和已婚妇女的贤淑同样十分注重。喜洲人

对祖先崇拜的程度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事例，以及其他许多事实表明喜洲人不仅

具有汉族文化习俗，而且试图表明，在某些方面，他们比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民族更加汉化（许

烺光，2001：15-17）。 

《祖荫下》一书，许先生以喜洲“民家”人为个案来分析中国文化与人格，民家人与民家人

的文化被视为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典型。实际上，民家是被许先生当作“汉人”来分析的。许氏

大作初版于 1948 年，而仅仅 8 年之后的 1956 年，这一被许烺光视为汉人典型的“民家”被识别

                                                        
1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2 《祖荫下》繁体字版 16 页原文是“……在喜洲，男女均身穿汉族服装，三十岁以上的妇女均缠足裹脚，但人

人都说话”（许烺光，2001：16），漏了“民家”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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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汉的“白族”。 

1956 年之前，“民家”是对今日洱海一带白族的通常称谓， 1956 年，经过民族识别，大理

一带的“民家”，维西、兰坪一带的“那马”，碧江、泸水一带的“勒墨”，1洱源的“土家”，2被

统一称为“白族”（云南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大理分组，1961）。 

根据杨永新3的回忆，1955 年春，政府开始筹建大理民族自治州的工作，中共大理地委委托

杨永新起草关于建立大理民族自治州的报告。“在自治州的筹建过程中，如何确定大理境内各少

数民族的称谓”是首要而棘手的问题，而其中最为棘手的是今日“白族”这一名称所指涉的人群，

即这一群体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如果是，那么，其族称是什么？对于前一个问题，主要是两

种观点，即（1）这一群体是一独立的民族，（2）这一群体是汉族的分支。 

主张汉族说者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如当时的云南大学农学院院长、著名森林学家、剑川人

张延福（字海秋）先生，以及当时已经故去的大理剑川知名学者赵式铭先生（杨永新，1986：77）。

民国时期，赵先生著有《白文考》一文，开白文研究之先河，收入《新纂云南通志》（2007）。张

先生著有《剑属语音在吾国语音学上之地位》（1937）一文。二人皆从语言研究入手，皆主张白

族乃是汉族的分支。 

主张独立民族说者，今日不见其文献，杨永新《漫忆当年建州时》一文也仅简单述及：“但

是，经过民族识别的逐步深入，白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这一问题也就十分明朗，被大家所公认

了”（杨永新，1986：77），晚近有关白族族源的讨论，多在“白族”这一框架下进行，且，相关

文献发表的时间，都是在“白族”这一名称被确定之后。 

既然民族识别已经认定这一群体为一个单独的民族，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这个群体

确定一个族称了。为此，大理专员公署于 1956 年 4 月间，召开了专门的会议，以解决族称问题

（杨永新，1986：77）。会议结果，形成了《关于协商白族名称情况报告》，报告之主要内容如下： 

座谈会上最初有两种意见：少数人主张保留“民家族”的名称，理由是这个名称相沿已

久，而且含有尊称义，“民家”与“官家”相对，表示人民当家作主和民族团结；多数人持

相反的意见，认为“民家”含有民族压迫和歧视的意思，本民族自称“白子”，义为“白人”，

而“民家”与本民族毫无相关。经过讨论，大家意见趋于一致，统一称为“白族”。至于，

在书写时作“白”还是“僰”，也有两种意见：主张用“白”字的认为，“白子”尚白，历史

上有“白国”、“白王”，“白”有清白、纯洁、朴实、诚恳、光明义，“白”字比“僰”易写；

主张用“僰”的则认为，“白”与共产党红色当政相冲，而“僰”是砍柴人，是劳动人民。

经过反复协商，最终统一采用“白族”。（施立卓，2007） 

族称确定为“白族”后，由大理专署专文报请云南省人民政府转报国务院。七个月之后的

1956 年 11 月，大理白族自治州宣告成立（杨永新，2007：78-83）。 

1961 年《白族简史》（初稿）在大理铅印内部出版。 

（二）1980 年代 

白族民族识别的第二阶段乃是 1980 年代对云南以外地区白族的识别。主要涉及对贵州毕节

地区“七姓民”、4“南京人”、“龙家”5，以及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1 据 1950 年的统计，“勒墨”有 4000 人，分布在碧江、维西、福贡等县，傈僳族称他们为“勒墨”，纳西族称他

们为“那马”，语言与民家话大体可以通话，社会经济深受傈僳族的影响，大体与傈僳族相似。但勒墨人表示，

他们与民家是一家，与傈僳不是一家（黄光学、施联朱，2005：168）。 
2 自称“白夥”，语言上与邓川、洱源、大理等地的民家话可以通话，但存在发言上的差别，土家人表示愿意并

入民家（黄光学、施联朱，2005：168） 
3 杨永新，白族，五十年代初期，任大理专署专员，参加了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筹建工作。1956 年 11 月，大理白

族自治州建立，杨永新为副州长。 
4 即张、李、苏、赵、杨、钱、许等姓（谢忠毅，1997：87）。 
5 亦称 “农 ”或 侬家（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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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七姓民”“返本归源” 

“七姓民”主要分布在贵州毕节地区。1950 年代初，中央民族访问团第三分团到贵州时，

贵州各地申报的民族名称达八十多个，其中有“七姓民”。1954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民族委员会

派出识别调查组到贵州，调查组调查了穿青人等 10 个人群，其中也涉及“七姓民”。根据 1953

年的普选登记，“七姓民”有 460 人，他们自称是从云南民家分出来的，但已不会讲民家话，“七

姓民”中，有的会说彝语，有的不会，通用汉语。当时调查组的意见认为，“七姓民”人数较少，

不宜为单一民族，可按其自愿，归入民家、彝族或汉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2-226）。

此后，在报民族身份时，“七姓民”有报民家族者，报七姓族者，报彝族者，报白族者，也有报

汉族者（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4）。 

1980 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始“拨乱反正”，民族工作中的民族识别工作也被重新提出来。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1979）民政字第 166 号文件部署了民族识别工作。在这种形势下，贵州省

民委也成立了专门的民族识别办公室，专门负责民族识别工作。到 1980 年代初，贵州省仍有 23

个人群需要识别，其中就有“七姓民”（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27-228）。 

1981 年 9 月，威宁县成立了民族识别办公室，开展对“七姓民”的识别工作。调查组主要

根据宣统《贵州地理志》中“白儿子在威宁”的记载，以及彝族中“七姓民不是彝族，也不是汉

族，而是彝族皇帝家”的说法，认为“彝族皇帝家”可能是指大理国王白族段氏。调查组查阅了

《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云南民族学院学术论文集》、《大理文化》、《贵州通志》、《大定府志》、

《东川府志》、《宣威县志》、《南诏野史》等资料，亲自到云南大理等地考察，拜访和征询了云南

民族学院院长、著名白族学者马曜，云南民族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白族史专家王叔武，大理周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白族学者张旭，以及《大理文化》主编李一夫，大理州民委主任杨群等白族

领导同志的意见。马曜等白族领导同志都同意“七姓民”认定为白族，“七姓民”也表达了愿意

认定为白族的意愿。因此，威宁县人民政府于 1982 年 4 月召开了“七姓民”代表座谈会，讨论

并通过了威宁县民族识别办公室《关于七姓民返本归源为白族的调查报告》。县政府以[威府发]15

号文件上报毕节地区行政公署，同年 6 月，地区行署正式同意将威宁七姓民认定为白族（威宁彝

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会，1997：316-318）。之后，赫章、水城等县的七姓民也申请报

批为白族，至此，贵州“七姓民”7589 人被认定为白族（严奇岩，2009：28；黄光学、施联朱，

2005：170；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1999：230）。同年，大方县人民政府对县民族识别办公室

《关于批准段、李、张、王四姓返本归源的报告》的批复[（1982）]确认全县段姓 116 户 516 人

为白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5-686），另外，纳雍县的尚姓“返本归源”为白族

（谢忠毅，1997：86）。 

2、“南京—龙家”人的认定与识别 

“南京—龙家”的族属问题，学术界至今众说纷纭（吴正彪，2009：71）。1950 年代初，费

孝通先生带领的中央民族识别工作组在《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的初步调查资料》中这

样界定“南京—龙家”： 

根据现有材料看，南京－－龙家的历史基本上是这样的：龙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明初

成祖夺建文帝位，有一部分忠于建文的臣子不愿受成祖统治，逃入水西土司地区，“以夷变

夏”，隐蔽起来。他们依附龙家，改变原来的风俗习惯，去原姓，对外自称龙家。但事实上

却保持了自己的集团，力求不和少数民族（包括龙家在内）相混；不相通婚，保存暗姓和宝

器（祖传的印笏等），加强内部的团结。集团还分上下层，有等级区别，也不通婚。“南京人”

这个名称是近百年，有人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因为政治上已不再需要隐蔽了。而且他

们有逐步和原来的龙家分开的趋势。在实际应用上，到现在，南京人和龙家两个名称还是似

一非一，似二非二，所以我们用“南京－龙”来表示这个联合性的集团。南京人原是汉人，

但在过去五百多年中已接受少数民族很深的影响，而且曾主动的改风易俗，学习彝语，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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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其他汉人有距离，经济上也曾一度和汉人割断。因此，从民族特征各方面来看，他们确

曾一度发生过一定的变化，这是和穿青的情况不同的。
1
 

对于“南京—龙家”民族成分问题，调查组的意见是： 

南京人原系汉人，但已和龙家长期联合在一起，风俗习惯已有变化，心理上和汉人有隔阂。

我们认为如果他们愿意做少数民族是可以承认的。但南京人脱离龙家单独成为一个民族单位是不

合适的。现在南京人和龙家在名称上还没有取得一致。（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 

据 1954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关于贵州西部若干较小民族集团初步调查材料汇

综》的说明，因当时在族称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因此，没有上报国务院认定公布（贵州省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2002：686）。19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南京—龙家”也因此没能成为单独的民

族。 

根据《贵州省志• 民族志》的记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贵州省开始重新开展

对“南京—龙家”的民族识别工作，在南京人、龙家分布的毕节、安顺、六盘水、遵义等地区开

展了广泛的调查工作。1983年，贵州省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1984年 2月 19日，贵州省民族事

务委员会在安顺召开“南京人——龙家”族别问题科学讨论会，代表们达成以下共识： 

…… “南京人”、“龙家”几百年来就凝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非一，是二

非二，谁主谁宾，无从分辨”的水乳交融的人们共同体，早就为各兄弟民族所承认，因而议

定“南京人——龙家”族称为“南龙族”，并根据“南龙族”这一族称，科学、客观地整理

识别材料。1985 年 3 月，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有关领导亲自带报告到北京，和有关专家

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汇报，请求认定“南龙族”为单一民族。（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2：686） 

然而，这一要求没能被国家民委所接受，国家民委根据“不再增加新的民族单位”的要求，

明确按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6)民政字第 252号《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更改民族成分的情

况报告》精神走认同道路，即“对于相互近似的民族集团，即其语言基本相同、民族特点相近、

地域相连而又形成密切经济联系的，尽可能相互合为一体，认定为同一民族。” （贵州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2002：686-687） 

“南京—龙家”成为“南龙族”的努力失败。他们只能从已认定的民族单元中选择认同对象。

据黄光学、施联朱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56 个民族的来历》一书载，“1986 年 06 月，贵

州省民委就‘龙家’（‘南京’）人族属问题广泛征求意见，有龙家代表人士提出，据传龙家与云

南白族历史上有渊源关系，例如，本省龙家的赵姓家族有‘家门分在大理’的说法”（黄光学、

施联朱，2005：174）。 

1987 年 7 月，贵州省民委组建由 16 人组成的“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认亲”。

考察组回贵州后，写成了《贵州省民族识别考察组赴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考察报告》，组建了 

“龙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没立办公室，抽调人员从事认定工作： 

如毕节县，下发了(87)75 号文件，由海子街、鸭池、朱昌、长春等区抽调专人，在龙

家(南京)认定白族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组织力量，深入“南龙人”所在区、乡、村寨开展

宣传工作。走遍了全县 15 个区(镇)、62 个乡(镇)、88 个村、7 个派出所、4 个办事处、8

个居委会、4所大中专学校，召开大、小型会议 32次，并进行 470 多人次的个别走访座谈，

反复宣传讲解，同时还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工具大量宣传。……（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2002：687） 

1988年 3月，贵州省民委员负责人召集在贵阳工作的部分龙家(南京)代表座谈，“进一步沟

通思想，促进认定。继之，毕节地区各县人民政府相继分别召开了“南龙人”认定白族工作代表

                                                        
1 笔者一直未能找到这一文献的纸质版本，所引用者来自网络：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a33d90100a6j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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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1988 年 11 月，贵州省人民政府正式认定毕节地区龙家(南京)64608 人为白族（贵州省地

方志编纂委员会，2002：687-688）。 

3、湖南桑植“民家”人的识别 

据谷忠诚回忆，1977 年，他到昆明探亲时，在弥勒寺1一带见到过白族妇女的装束，觉得和

湖南桑植民家人的打扮很像。1980 年代初，湖南省桑植县开展“落实民族政策”的工作，对全

县少数民族成分进行全面考察，谷忠诚本人参加了这一工作。1982年，桑植县恢复了 20多万人

的土家族成分。在这一过程中，既不同于汉人，也不同于土家族的“民家人”的民族成分问题，

被提了出来（谷中山，2006：）。谷忠诚以个人的亲身经历和所掌握的材料，向上级提交了《关于

桑植县“民家人”应认定为白族》的报告。1982 年春，湖南组成省、州、县民族联合调查组，

调查“民家人”族属问题（张丽剑，2007：55）。 

桑植“民家人”的来源，众说纷纭，大体有土著说和外来说两种说法，外来说中，又有来自

云南、来自江西、来自四川、来自陕西等多种说法。调查组的调查支持了外来说中来自云南的说

法，即，南宋末年时，蒙古军攻破大理国后，在云南征召了一支由当地人组成的“寸白军”，以

帮助蒙古人包抄南宋。南宋灭亡后，这些军人多被遣返回云南，少数兵士流散到长江沿岸，其中

有姓谷、王、钟等姓的几个兵士经江西最后流落到桑植，繁衍至今。而且，调查组认为，“民家

人”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汉，也不同于土家，与大理白族比对时，也较为相似，因此，调查组

认为，桑植“民家人”要求认定为白族的依据充足。1984 年六月二十七日，湖南省人民政府确

认桑植县民家人为白族，成立了七个白族乡镇（吴万源，1985：40-47；谷忠诚，2006：285）。

1984 年底，桑植全县有 93357 人登记为白族，此后，大庸、慈利、武陵源、沅陵以及湖北鹤峰

等区县，又恢复了两万多人的白族成分。 

如上所述白族的识别过程，从人口分布上可窥一斑。 

1951 年，中央民族访问团团长刘格平在其给政务院的报告《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西南各民

族的总结报告》2中，提及西南地区七个大的少数民族，其中第六大民族是民家，“约有六十万人，

主要住区在云南剑川、大理、鹤庆一带”（刘格平，1953：40）。1956 年“白族”这一名称被确

认时，白族绝大部分分布于大理地区。查 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有白族人口 706623人，

其中，有 704012人分布在云南，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 99.6%，仅 0.04%（2611

人）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之外的其他地区（云南省人口普查办公室、云南省统计局人口处、云

南省公安厅三处，1990：15）。 

 

             表 1：白族人口的分布（一）（1982 年人口普查数据） 

   人数 百分比 

云南 1121299  99.04 

四川    3076   0.27 

贵州    4858   0.43 

湖北     216   0.02 

湖南     155   0.01 

全国其他地区小计3    2620   0.23 

总计 1132224 100.00 

      资料来源：《中国 1982 年人口普查资料》（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5）。 

 

到 1982年时，白族人口的这一分布格局，比之 1964年，并没有大的变化，如下表所示。根

                                                        
1 昆明地名。 
2 1951 年 5 月 11 日在政务院第八十四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 
3 其他 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均有白族分布，但人数极少，除北京（420 人）外，其他 24 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白族人口均不到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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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82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白族总人口为 1132224人，其中，1121299人分布在云南，

云南白族人口占全国白族人口的百分比达 99.04%，只有不到 1%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以外的其

他地区，贵州白族人口 4858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 0.43，湖南白族人口 155人，仅占全国白

族人口的 0.01%，湖北白族 216人，仅占全国白族人口的 0.02%。因此，1982年之前，白族人口

的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绝大部分的白族人口分布在云南省。重大的变化发生在 1982 年

之后。根据 1990 年的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如下表所示。1990 年时，全国白族人口 1598052 人，

其中，云南白族人口 1341508，占全国白族人口的比例，从 1982 年的 99.04%下降到 83.95%，下

降了近 16 个百分点。而贵州白族人口由 1982 年的四千多人，猛增到 123307 人，占全国白族人

口的百分比也有 0.43%猛增到 7.72%，贵州的白族人口在八年之间增长了近 26倍。白族人口同样

增长迅速的还有湖南省，1990 年时，湖南白族人口由 1982 年的 155 人，增加到 114843 人，白

族人口增长了近 741 倍。如前所述，白族人口分布的这种重大变化，与 1982 年之后的民族识别

（民族身份的更改）有关。 

 

表 2：白族人口的分布（二）（1990、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 

         1990 年          2000 年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云南 1341508 83.95 1505644 81.03 

四川 7420 0.46  7335 0.39 

贵州 123307 7.72  187362 10.08 

湖北 1156 0.07  7173 0.39 

湖南 114843 7.19  125597 6.76 

其他地区小计 98101 0.61 249522 1.34 

总计 1598052 100.00 1858063 100.00 

资料来源：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中国民族人口资料（1990 年人口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

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司，1994：656-683）、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来自《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民族人口

资料》（光盘版）（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经济发展司，2003）。 

 

二、白族“族源”相关论争 

 

从 1950 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实践来看，对某一少数民族的识别，“族源”至为关键。有

关“白族”的识别，也无法回避族源问题。1956 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前后（1956 年 9 月至 1957

年 1 月），云南学术界在《云南日报》上就白族的族源和形成问题曾展开了大讨论。这次讨论主

要围绕白族的族源、白族的形成以及与上述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的“白文”问题展开3。 

关于白族的起源，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杨堃先生总结了历史上流行的有关白族来源的四种理论：即（1）白族是傣族说；（2）印度

阿育王之后说；（3）白族是羌族说；（4）白族是汉族说（杨堃，1957：1）。此次论争中，没有学

者持傣族说4，有少数学者坚持印度阿育王之后说5。因此，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原来的汉族说、

羌族说，以及此次论争中兴起的土著民族说、多种种族融合说之间（任方，1957：131-137）。 

（一）汉族说。 

持汉族说者认为白族乃是由迁入云南洱海地区的汉人形成的。这一说法，在 1950 年代之前，

                                                        
1 其他 26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2 其他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 云南人民出版社将讨论发表的文章以及未曾发表的几篇文章集成了一个集子，并附上了任方先生的总结文章

《关于白族起源的争论》（杨堃等，1957）。 
4 此一理论在泰国学界有重要影响。 
5 如云南文史馆赵冠三先生（任方，195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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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颇大，著名白族学者赵式铭、张海秋都是这一理论的主张者。此次论争中，主张白族为汉族

说者，主要是秦凤翔以及徐承俊两位先生。主张汉族说者，从赵式铭、张海秋，到秦凤翔和徐承

俊，无一例外的，皆从语言入手。 

一般认为是白族祖先的僰人，秦凤翔则认为，唐以前，僰指的是彝族。云南今日的白族是从

楚蜀两方迁来混合而成的。“白”乃是当地彝族（自称黑人）对这些外来者的称呼（秦凤翔，1957a：

21-22）。 

徐承俊同意秦风翔的看法，认为白族是从蜀、楚两方面迁来混合而成的，除此之外，徐氏还

认为，“其中的不少一部分人是来自蜀、楚以外的”（徐承俊，1957：60-61）。 

（二）氐羌说 

持此说者，认为白族乃是古羌族之一支。 

龚自知认为，“白蛮”乃是介于“蛮”与汉之间的一种混合部族，白族是白氐掺和着彝、汉

所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龚自知，1957：36-43 页）。 

杨毓才则主张认为白族是由迁到洱海地区的氐人与昆明部落不断交往融合而成的（杨毓才，

1957：27）。周泳先认为云南白族乃是羌族的一支，从中国西北迁徙而来（周泳先，1957：55）。 

（三）土著说 

无论是汉族说还是氐羌说，皆认为白族乃外来民族，而杨堃等学者则认为，白族乃是云南的

土著民族。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所区分的民族共同体的四种类型（即氏族、部落、部族、民

族），杨堃认为，白族是一种部族共同体和正在形成中的民族共同体。具体而言，杨堃认为，作

为白族的部族，从南诏时代开始形成，到大理国时代始得到发展和巩固，二十世纪开始，白族开

始向资本主义民族过渡，但到解放前，这种过渡并没有完成，解放后，特别是土改后，由部族过

渡到民族的情况发生了本质的变化，白族加速向社会主义民族过渡。套用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共

同体的四个特征，杨堃归纳了白族的四个特征：共同的语言——白语，白族共同的地域——大理

白族自治州，白族共同的经济生活——大理三月街等，白族共同的文化特点和心理素质——白语、

本主崇拜、民家调等。因而，杨堃认为，白族是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一个独立的少数民族（杨堃，

1957：1-11）。 

马曜认为白族乃是源出于汉代洱海地区的昆明人1（马曜，1957：62-77）。 

李一夫基本上同意马曜的意见，对于白语中有很多汉语词汇的问题，李一夫认为乃是白族吸

收汉族先进文化的结果（李一夫，1957：78-82）。 

（四）多种族融合说 

“多种族融合说”的代表是云南大学的方国瑜，方先生认为不宜固执种族成分来说明民族的

形成，白族是历史上由外来的族系和洱海地区原有的族系部落结合而成的。对于白语中汉语词汇

特别多的原因，方氏认为是白族不断吸收汉文化的结果（方国瑜，1957：44-50）。 

 

三、“白语”与“白文”及其相关论争 

 

理论上讲，“白族”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关键在于其是否具备独特的“白族性”，而白

族的这一独特性，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的差异性。因此，寻找和论证这

种差异性，乃是白族史建构的关键一环。白族之识别，以“民家”为基础，而“民家”与汉人之

区别，关键在于语言，即民家话2。因此，与白族讨论相伴随的，是有关“白语”系属和“白文”

                                                        
1 马曜先生 2000 年时发表文章《白族异源同流说》，主张“白族是以生长于洱海地区到商代就进入青铜文化时期

的“洱滨人”为主体, 不断同化或融合了西迁的僰人、蜀(叟) 人、楚人、秦人——汉人以及周围的一些民族的

人，同时吸取了大量汉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而形成一个开放性的民族共同体。”（马曜，2000：71）。 
2 1944 年夏，郑天挺携西南联大师生访问大理时，曾听人言及“民家人有三特征：说民家话，不缠足，以黑布裹

髻是也（郑天挺，2003：37）。很显然，“不缠足”和“以黑布裹髻”皆是易变的装饰，“说民家话”则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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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争。争论的焦点在于白语属于哪个语支？（是汉语支？汉语方言？还是彝语支？）以及“白

文”是否存在？ 

（一）白语的系属问题 

白语的系属，也众说纷纭，秦凤翔先生曾经总结过有关白语系属的五种说法：（1）蒙克墨语

系说（英人戴维斯主张），（2）羌语的一支，（3）为突厥语的一支（向达主张），（4）白语为傣语

的一支（丁文江主张），（5）白语为彝语的一支（罗常培、傅懋劫主张）1，而秦风翔自己，以及

赵式铭、张海秋、龚自知、徐承俊等学者的主张，则构成了第六种说法，即（6）白语为汉语支

或汉语方言说。2前四种理论，国内学界逐渐少有人支持，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后两种说法，

特别是第六种说法。 

在张海秋和施泽新的帮助下，秦凤翔将剑川白语中几千个字的字音同代表汉语六朝时期语音

的切韵系统做出了对应总表，根据这一比对，秦氏认为“我们可以判定白语的主要成分与湘赣江

浙等汉语方言（古东楚、南楚之地）显然是一个最亲密的亲属语言。但此外也还有少数基本词汇

是由古蜀语中遗留下来的”，因此，秦凤翔认为，“现代的白语是一种由以古楚语为基础而掺有古

蜀语成分的，自齐梁以至明初独立发展而成的，但与汉语仍为同一系属的语言”（秦凤翔，1957a：

20）。徐承俊同意秦凤翔的说法，白语和汉语是同一系属的语言，（徐承俊，1957：60-61）。 

龚自知认为白语和古代汉语、明代汉语的吴语都很接近，但名物、语法还有所不同（龚自知，

1957：36-43 页）。 

高光宇认为“现代白语与现代汉语确有很密切的亲属关系，也可以说是堂弟兄般的亲近，但

绝不是直接系属于古代汉语，更不是现代汉语方言之一，所以不能把白语列入汉语族内”（高关

宇，1957：98）。 

叶琴侠不同意徐承俊关于白语是系属汉语，白族是汉族的一支，是蜀、楚和蜀、楚以外的说

法，认为白语应属于藏缅语族，是彝语的一支（叶琴侠，1957：106-110）。 

（二）“白文”问题 

与“白文”相关的问题在于，白族历史上有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白文”？对于这一问

题，也争议颇多。大致可以归纳为肯定与否定两种观点。 

1、历史上有“白文” 

杨堃认为，大理国时期，白族文化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白文”即这种成就的表现之一，“过

去有许多人全不承认白族有文字，这是不正确的。实则白族自己创造的文字就是‘白文’，这是

在大理国时代创造的。”（杨堃，1957：8）。 

孙太初同意杨堃的看法，认为白族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他们自己的文字——“白文”。但孙先

生不同意杨堃先生关于“白文”创造于大理国时期的看法，认为“白文”在南诏时代即已形成，

但由于社会发展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种“白文”并没有获得独立的发展，而逐渐为汉字所代

替了。（孙太初，1957：122） 

开“白文”研究先河的石钟健先生也认为白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白文，“中古时代住在云南西

部的白族，由于需要，曾利用汉字作为表意的和记音的符号，拟制了一套文字，这种文字，他们

称为‘白文’”（石钟健，1957：125）。但石钟健认为，明代中叶以后，“白文”就逐渐被废弃了。 

2、历史上没有所谓“白文” 

1950 年代以后，虽然有学者认为白族历史上确曾创造过“白文”这样一种文字，但正如石

钟健先生所言，“研究白族历史和语言的学者，对于白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大多表示怀疑”（石

钟健，1957：125）。如徐嘉瑞先生在其所著《大理古代文化史》中认为，白族“自己并无何种特

殊之文字，……以汉文记民家语及唱词者，然文字仍为汉字，非有特殊之字母也”（徐嘉瑞，2005：

                                                                                                                                                                       
一个显著性的区别。 

1 叶琴侠、赵衍荪也主张此说（叶琴侠，1957：106-110；赵衍荪，1982：156）。 
2 另外，也有学者主张白语应当为藏缅语族一个单独语支——白语支者（周耀文，1978），也有学者主张白语为

汉族语系中一个单独的语族（高关宇，195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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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杜乙简也认为，“白族只有共通的白语，而无本民族自己共通的文字——说有，那就是汉字

了”（杜乙简，1957：86）。 

实际上，有关白文系属以及“白文”有无的讨论，所服务者，乃是白族及其历史的构建。而

现实的情况是，无论历史上是否有“白文”，民族的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白文”的。因此，如

果非要有白文，只有走上创造“白文”的道路。 

 

四、结语：创造“白文” 

 

为创造白文，到目前为止，相关政府机构和学者共制定过三个《白族文字方案，即 1958 年

文字方案、1982 年文字方案、以及 1993 年文字方案。 

（一）1958 年文字方案 

据《大理白族自治州志·方言志》，1958 年，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三工作队制定了《白族文

字方案》（草案），以下关白语（南部方言）为基础方言1，这一方案没能实践。在 1958 年后的社

会背景中，汉语是白族人民的通用语的说法被强调。如 1962 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

中有如下表述：  

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历史上大量汉族人民不断融合于白族之中，而白

族人民又长期学习先进汉族文化，因而，白语中含有大量汉语词汇，大部分白族人民通晓汉

语，而居住在白族地区的汉族人民也使用白语，千百年来，汉文一直是白族人民所习用的通

行文字。（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云南民族调查组、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1962：

1） 

1965 年版《白族简史简志合编》作如下表述：  

在语言文字方面，由于白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长期与汉族居住一起，许久以来，汉文

已逐渐成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和文字。特别是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的发展，各民族人民的联系更加密切，白族和州内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积极要求汉语、汉

文，用汉文扫盲，汉语、汉文已成为各民族人民通用的交际工具。（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65：251）。 

（二）、1982 年白文方案 

1982 年，在“落实民族政策”的背景下，大理州政府和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共同组建了白文

研究小组，修订了 1958 年的方案，改为以中部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剑川金华镇为标准音。方案

修订后，随即在剑川县金华镇开办了白文师资培训班进。1985 年，云南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

委员会在昆明举办了白文中级培训班。剑川县成立了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召开“推行

白文工作会议”，并在甸南乡西中小学进行了教学实验。（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8：367-368）。 

然而，尽管多方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民众参与的热情很低，特别是在南部方言区，在周

城村实践时，参加学习班的人数逐渐减少，最后以“没有时间学习剑川白文”为由解散了学习班

（甲斐胜二，1997：62）。 

（三）1993 年白文方案 

1993年06月，云南省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了“白族语言文字问题科学讨论”，

又一次修订了《白族文字方案（草案）》。1993 年的白文方案采用一个方案拼写两个方言的办法，

                                                        
1 根据徐琳、赵衍荪编著的《白语简志》，各地白语在语音上差别较大，一般将白语划分为中部、南部、北部三

个方言，即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碧江方言，剑川方言又分为剑川、鹤庆两个土语，大理方言分为大理、祥云

两个土语，碧江方言分为碧江、兰坪两个土语。剑川方言和大理方言比较接近，剑川方言、大理方言和人口较

少的碧江方言之间差别较大，而大理方言跟碧江方言的差别则更大。其人口比例，根据徐琳和赵衍荪的统计，

大致如下：剑川方言 42%，大理方言 53%，碧江方言 5%（徐琳、赵衍荪，1984：11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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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方言以大理喜洲的语音为代表，中部方言以剑川金华镇的语音为代表，试图兼顾南部和中部

两个方言（甲斐胜二，1997：59）。随后，在大理市政府的支持下，杨应新等人成立了“大理市

向阳溪白文学校”，1996 年，大理师专开办了白文班。1 

1993 年之后，创造和推广白文的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沉寂了下来。

2007 年夏天，我到大理进行有关双语教育的调查，本想到向阳溪白文学校了解一下情况，到大

理后却被告知学校早已停办。只好到剑川县，在剑川，我们找到了进行白文教学实验的西中小学，

才知西中小学的白文教学实验也已停止，大理惟有石龙村还在进行白文的推广活动。而石龙村的

推广活动实际乃是云南省民语委办公室与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IL）东亚部的合作项目，

主要的资金来自 SIL，某种程度上，是 SIL 在推动剑川的白文推广运动，而 SIL 本身是一个宗教

性组织，有传教的关怀。2 

白文的创造与推广活动，一直受到一些白族知识分子反对，甚至在《大理学院学报》发表

文章，反对创造白文（杨发祥，1982），民众的参与热情也不高3。云南民族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

连芳总结了反对白文的两种想法：“有的同志认为学习民族语文会增加学生负担，不如来个‘直

接过渡’，干脆直接学汉文算了。有的同志认为，白族从来没有白文，不论过去和现在，也产生

了大批知识分子和各类人才，何必多此一举”（王连芳，1993： 114）。而甲斐胜二则认为，白族

文字识字运动难以推进的最大障碍则来自那些只会讲汉语的白族知识分子和干部，他们视白族识

字运动为一件让他们自己落在后面的事（甲斐胜二，1997：63）。 

100 多年前，英国人戴维斯（H.R.Davis）对中国西南各民族间的文化过程，曾做如下描述： 

……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汉族移民无疑地要与当地居民通婚，因而一种带有汉族语言

及习俗的混杂民族产生了。经过几代人之后，这一混杂的民族便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汉族血

统，矢口否认曾是某个部落民族后裔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随着汉族文明影响的不断扩大，邻近部落便开始有人说汉话。吸收一些汉

人的习俗大大地方便了自己。终于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开始瞧不起自己部族的语言、

习俗和衣着而乐于采纳汉人的生活方式。当这样的思想一旦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那么他们

自己称做汉人的时代就不远了，一支本与汉人血统无缘的汉人从此产生了。 

这一转换过程在中国的西部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你甚至能够碰见到一些部落正处在转

换得不同阶段。……（转引自许烺光，2001：15-16） 

戴维斯所描述的是 20 世纪之前中国西南汉人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同化过程。而本文所试图

描述的白族与白文的近代史，以及这一近代史所体现的观念与实践，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用查

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所谓“差异的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查尔斯·泰勒，2005）

                                                        
1（张霞）白族语言文字工作大事记：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d328a40100gcri.html 
2 SIL 是英语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的简写，意即“暑期语言学院”的意思。它于 1934 年在美国阿肯色

州开办，原来的用意是为到世界各地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提供一个暑期语言训练，使他们掌握基本的语言学、

人类学及翻译学的基本原理。 SIL 的创办人是 William Cameron Townsend（1896－1982），一位到危地马拉传

教的传教士。他相信每一个民族都需要母语圣经。1917 年，21 岁时，他参加中美洲宣教队前往危地马拉推销

西班牙语圣经，却发现许多印第安人都不喜欢这本圣经。一位加支告族印第安人（Cakchiquel Indian）对他说：

“如果你的神真是那么伟大，祂为甚么不说我们的语言？”因此，William Cameron Townsend 于 1934 年举行

第一次语言学及翻译训练班“威克理夫营”（Camp Wycliffe）。此名取自十四世纪英国圣经翻译的先驱，约翰威

克理夫（John Wycliffe）的姓氏。1935 年，他成立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现称 SIL International），从事语言学研究和训练，并在各语言族群中展开工作。SIL 也致力于为没有文字的少

数民族创造文字，并用他们的文字翻译和印刷圣经。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_International以及
http://www.wycliffe.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93&Pid=7&Version=0&Charset=big5_hksc

s&page=0，在石龙村，我们看到一些小孩带着十字架，如今，在互联网上也能发现白语圣经布道的材料，参见
http://globalrecordings.net/program/C25971 

3 在剑川西中小学进行双语教学试验时，仅有三个班进行试验（甲斐胜二，1997：62），我们在石龙村调查时，

旁听过白文夜校的教学活动，即使在给补贴（据村民讲，参加一节课的学习，能够得到 5 元钱，参加一晚上的

学习能得十元钱，未向项目方证实）的情况下，参与的村民也很少，访谈过程中，许多村民虽然表示，既然是

白族的语言，学习一下还是好的，但很多人实际并不去参加学习，主要认为学习白文没什么用。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_International
http://www.wycliffe.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93&Pid=7&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http://www.wycliffe.org.hk/Common/Reader/Channel/ShowPage.jsp?Cid=93&Pid=7&Version=0&Charset=big5_hkscs&pag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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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概括：它追求某种独特性，并要求对这种独特性的承认，这种要求，一般指向的是民族国家，

然而，中国西南地区自 1950 年代以来诸多实践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对独特性（或差异）的追

求，往往又是民族国家人群分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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